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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桐城一邑的佛教氛围一直很浓厚ꎬ而桐城派的诸多学者都与佛教徒有很深的交往ꎮ 明末吴应宾

在邑内倡三教合一的思想ꎬ大开桐城的学术风气ꎮ 自此之后ꎬ佛教思想便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桐城学术的各个领

域ꎬ包括桐城文论ꎮ 桐城派最著名的“因声求气”“声音证入”的理论ꎬ与佛教的梵呗唱诵之学不无关系ꎮ 而禅宗

的借径、阶梯与顿悟之说ꎬ也一一被桐城派利用以教导后学ꎮ 然而桐城派文论对于禅宗思想的利用ꎬ有其自身的

文化特点ꎻ其对于“顿悟”说的关注点尤其与众不同ꎮ 桐城派的“义理”与“辞章”之学ꎬ本质上有着矛盾之处ꎬ而
佛教思想正可以调和此种矛盾ꎬ从而使桐城派在学术宗尚与古文追求上能够相安相得ꎮ

〔关键词〕桐城派ꎻ佛教ꎻ法旨ꎻ义法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３. ０２. ０１７

　 　 桐城派以程朱理学立家ꎬ于义理上力求清

真ꎮ 文法上又尚“雅洁”ꎬ不喜佛氏语、语录语ꎮ
方苞«答程夔州书»云:“凡为学佛者传记ꎬ用佛

氏语则不雅ꎬ子厚、子瞻皆以兹自瑕ꎬ至明钱谦益

则如涕唾之令人彀矣ꎮ 岂惟佛说ꎬ即宋五子讲学

口语亦不宜入散体文ꎬ司马氏所谓言不雅驯

也ꎮ” 〔１〕可能是因为这两点原因ꎬ我们总惯性地将

佛教思想排除在桐城派学术之外ꎮ
然而ꎬ桐城有着悠久的佛教传统和持续浓厚

的佛教氛围ꎮ 唐大同禅师于此建投子寺ꎬ宋碧岩

禅师建大宁寺ꎬ明清时期更是寺庙林立ꎬ如华严

寺、大宁寺、龙门寺、梅城寺、谷林寺、梵天城、净

士莲社、慈云庵、棠梨树庵、太平庵、法龙庵ꎬ均香

火旺盛ꎮ 又据省宗教部门统计ꎬ新中国成立初

期ꎬ桐城县域内佛教寺庵数与僧尼数ꎬ在安徽全

省各县中居首ꎮ 高僧大德亦辈出ꎬ唐代有投子山

大同、师会ꎬ宋有浮山法远、善悟、清觉、景祥ꎬ投
子山道宣、证悟禅师ꎬ明有浮山宗繁、本智、郎目ꎬ
投子山绍琦等等ꎮ 域内享名的居士有李公麟、吴
用先、余大成、马其昶、房秩伍、马冀平、李光炯、
魏曙东等ꎮ 若放大到整个安庆地区ꎬ佛教氛围更

是醒目ꎬ据光绪四年«安徽通志»所载ꎬ安庆府于

宋代建寺 ５４ 座ꎬ元代建寺 １０ 座ꎬ清代建寺 １１９
座ꎬ在各州郡中一直居首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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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学者与佛教徒的交游也极为普遍ꎬ如吴

应宾之与憨山德清、博山元来、浮山郎目ꎬ方以智

之与觉浪道盛ꎬ钱澄之与问西禅师ꎬ潘耒与迂庵

上人ꎬ戴名世与唐西浦程师孔、钟山和尚ꎬ方苞与

宗六禅师ꎬ姚鼐与妙德和尚、王文治居士等等ꎬ皆
有史可考ꎮ

在佛教氛围如此浓厚的地域生长起来的桐

城派ꎬ若说其学术思想与佛教毫不相关ꎬ确实令

人无法置信ꎮ

一、儒释之辩与桐城佛学

方宗诚论桐城学术云:“桐城文学之兴ꎬ自唐

曹孟徵、宋李伯时兄弟ꎬ以诗词翰墨ꎬ名播千载ꎮ
及明三百年ꎬ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ꎬ
彪炳史志者ꎬ不可胜书ꎮ 􀆺􀆺大都尚经济ꎬ矜气

节ꎬ穷理博物ꎮ” 〔２〕是时桐城学术的主流是程朱理

学ꎬ累叶敦儒ꎬ濯于忠节ꎬ对于佛教思想是整体排

斥的ꎮ 至麻溪吴应宾出ꎬ学风一变ꎮ 吴应宾

(１５６５—１６３４)ꎬ号“观我居士”“三一老人”ꎬ主张

援释入儒、三教合一ꎬ因而与以方学渐父子为代

表的桐城主流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矛盾ꎬ从而展开

了一场持续二十年的辩论ꎮ 有学者称“吴应宾是

桐城新学风的开创者ꎬ他为桐城学术注入了新的

活力ꎬ对桐城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ꎮ〔３〕

吴应宾最大的贡献即是以“宗一”之说ꎬ扩
大了桐城学术的包容性ꎮ 吴应宾认为儒、释、道
在门户上虽“各一”ꎬ而在本质上是“共一”的ꎮ
这种观念开启了桐城学术的兼容特征ꎮ 此后桐

城主流学术对于佛教之态度ꎬ大抵沿袭吴应宾的

理路ꎮ 此种路数ꎬ析而言之ꎬ可申之为三:
第一ꎬ桐城主流学术虽仍以程朱理学为核

心ꎬ但整体上已经对佛教思想兼容而不排斥了ꎮ
吴应宾外孙方以智继承吴氏合三教而一的思想ꎬ
主张儒、佛并弘ꎬ世称其“逃禅”ꎮ〔４〕 其子方中通

«上大兄议用牲醴合祭二亲书»云:
文忠公之出世也ꎬ遁世而非出世也ꎮ 浅

之乎视释氏者ꎬ谓崇儒自应攘释ꎮ 􀆺􀆺门庭

各别ꎬ莫能合一ꎬ因议爪发、衣钵归法嗣ꎬ行释

礼ꎻ肉身归子孙ꎬ行儒礼ꎮ〔５〕

方中通认为儒家与佛教不必生死不容ꎬ“崇
儒自应攘释”之说是浅陋之见ꎮ

与方以智年岁相仿的钱澄之“三教总来无一

字”(«同三一上人客胡氏草庐»)之句ꎬ本出自禅

宗“不立文字”之旨ꎬ河南登封石刻«达摩持钵西

来图» 偈云 “达摩西来一字无ꎬ全凭心意用功

夫”ꎮ 而心学汲取了这种观念ꎬ王阳明称“悟后

六经无一字”ꎮ 钱澄之«赵母黄太孺人八十寿

文»认为儒、释、道三教皆可贯通“无一字”之旨ꎬ
又称“贯通三教ꎬ其要以孝弟为宗”ꎮ〔６〕 其观念与

吴应宾、方以智同辙ꎮ 张英«文端集»中多处用

佛理、佛事ꎬ其家训«聪训斋语»亦是融汇了三教

思想ꎬ其引佛事如“佛家以货财为五家公共之物:
一曰国家ꎬ二曰官吏ꎬ三曰水火ꎬ四曰盗贼ꎬ五曰

不肖子孙”ꎮ
姚鼐有诗曰:“举目孰不改ꎬ身存心可碎ꎮ 那

择儒与佛ꎬ有得差为快ꎮ”(«同游累日ꎬ复连舟上

金山ꎬ信宿焦山僧院ꎬ作五言诗纪之») “有得”ꎬ
亦是求“为己”ꎻ若能有得ꎬ何择儒、佛? 方东树

少时泛览诸子百家ꎬ而“晚耽禅悦”ꎬ据方宗诚所

记:
先生老年屡遭横逆ꎬ而克己之功益至ꎮ

尝借佛语谓门人曰:“人苟见性悟道ꎬ无内

外、我人ꎬ即随所处秽浊凶危迷险ꎬ皆不见ꎮ
但见无非清净道场、净土乐土ꎬ无复有烦恼、
嗔恨、爱憎、取舍、忧惑、惧恐、佈罣碍之境ꎬ视
身世一切患苦ꎬ都如云影ꎬ无喜无忧ꎮ” 〔７〕

按照方宗诚的说法ꎬ方东树耽禅也颇有逃禅

的意味ꎮ 然而皮锡瑞批评其“名为扬宋抑汉ꎬ实
则归心禅学ꎬ与其所著«书林扬觯»ꎬ皆阳儒阴

释ꎬ不可为训!”观方东树一生著述ꎬ其中涉关禅

语佛法者极多ꎬ非止在晚年ꎬ可见皮氏所论也非

捕风捉影ꎮ
第二ꎬ禅净兼修ꎬ不傍门户ꎮ 吴应宾是云栖

祩宏受戒弟子ꎬ称祩宏为“莲宗八祖”ꎮ〔８〕 又«药
地炮庄»载吴氏论佛语云“别传多互换说ꎬ妙以

破执ꎬ而又破其破ꎬ则并心性亦扫矣”ꎮ “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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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禅宗ꎬ吴应宾主张禅净双修ꎬ方以智评价其“圆
三宗一ꎬ代错弥纶ꎬ集大成ꎬ破群疑”ꎮ〔９〕方以智受

吴氏及觉浪道盛影响ꎬ更是如此ꎬ他“不喜立门

户ꎮ 不徒禅宗之内不应有门户ꎬ即所谓儒、释、道
之界限亦应当‘泯’而‘统’之”ꎮ〔１０〕 姚鼐«与陈硕

士书»曰:“«安般守意经»ꎬ吾所未见ꎮ 然佛经大

抵相仿ꎬ能用功者ꎬ皆可入也ꎮ” 〔１１〕 方东树«冷斋

说»一文自记云:“晚岁研说性命ꎬ因兼寻祖意缉

成«金刚藏十书»ꎬ曰«初发心 语»«金刚经疏记

钩提»«无著菩萨十八住» «天亲菩萨二十七疑»
«秦译直解»«般若五位细因» «唯识论举要» «大
智度论»«乐说本法心证»«圣佛参同»ꎬ共六十四

卷ꎮ”“后读«黄檗禅师语录»􀆺􀆺不觉汗下ꎮ” 〔１２〕

可见他对于禅宗、唯识宗等都有投入的研究ꎮ 桐

城派学者大都以儒学为根柢ꎬ因而其对于佛教各

派能有兼宗与圆融的态度ꎮ
第三ꎬ区别心、迹两端而言佛ꎮ 桐城之排斥

佛教者多是排其“迹”ꎮ 方以智«象环寤记»自

称:“不肖少读明善先生之训:‘子孙不得事苾

刍’ꎮ 􀆺􀆺家训尝提‘善世、尽心、知命’六字ꎬ贵
得其神ꎬ勿泥其迹ꎮ” 〔１３〕 苾刍即比丘ꎮ 方以智曾

祖方学渐有家训:子孙不得从事比丘之业ꎮ 然而

家训中又有“善世、尽心、知命”六字ꎬ方以智认

为对于佛教应当超脱于“迹”的层面ꎮ 戴名世、
刘大櫆对于佛老的排斥ꎬ是对于“迹”的排斥ꎬ而
非义理的排斥ꎮ 戴名世称“崇大其宫ꎬ衣食其徒ꎬ
焚香膜拜ꎬ如醉如狂ꎬ而自以为得计ꎮ 吾见佞佛

之家ꎬ其家不旋踵而败ꎬ然则举宇宙而佞佛ꎬ宇宙

又安得久存哉!”又谓“康熙四十三年ꎬ遣人入佛

国观其风土ꎬ自君长以下ꎬ通国皆僧衣冠ꎬ无不诵

经、念佛、膜拜ꎬ而无父子兄弟之伦ꎬ妇女人人与

之合ꎬ人止知有母ꎬ不知有父ꎬ此可谓 ‘极乐世

界’乎?” 〔１４〕所批评的都是关于佛教的光怪现象ꎬ
很多是道听途说的ꎮ 他认为:

吾道患者不在于佛氏明矣ꎮ 故佛之佛易

去也ꎬ儒之佛不易去也ꎮ 明心见性之佛易去

也ꎬ福田利益、轮回生死之佛不易去也ꎮ 士苟

有志者ꎬ共伸讨贼之义ꎬ而毋操同室之戈ꎬ使

儒之佛还为儒ꎬ则佛之佛不攻而自破ꎮ〔１５〕

其对于佛教的态度虽然还是以批评为主ꎬ但
分“明心见性之佛”与“福田利益、轮回生死之

佛”两端而言之ꎬ已不是一味贬低与批判了ꎮ
姚鼐称:“若夫佛氏之学ꎬ诚与孔子异ꎮ 然而

吾谓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ꎬ豁然洞照于万事之

中ꎬ要不失为己之意ꎬ此其所以足重ꎬ而远出乎俗

学之上ꎮ 儒者以形骸之见拒之ꎬ吾窃以为不必ꎬ
而况身尚未免溺于为人之中者乎?” 〔１６〕 姚氏执儒

家“为己”之义以衡佛学ꎬ认为其绝非俗学ꎬ儒者

不必以外在形式的异类而拒绝它ꎮ 方东树«辩道

论»曰:“吾今所为辟乎佛者ꎬ辟其言也ꎮ 其法不

足以害乎时ꎬ其言足以害乎时也ꎮ” 〔１７〕 方东树也

将佛教分言、法两端讨论ꎬ认为佛教之所以害时

者ꎬ是“言”不是“法”ꎮ
综上而简言之ꎬ自吴应宾之后ꎬ桐城主流学

术对于佛教的义理是兼容的ꎮ 吴汝纶在答日本

学者高木政胜问时甚至还提出:“欲使三国同心ꎬ
则莫如起德教ꎬ欲兴德教ꎬ则莫如兴佛教”ꎮ〔１８〕

这种兼容性的结果是佛教思想潜移默化地

渗透到桐城学术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ꎬ包括桐

城派古文ꎮ 以桐城派“四祖”为例ꎬ戴名世自称:
“余不为浮屠氏学ꎬ而尝好与浮屠游ꎮ 余儒者ꎬ与
当世所谓儒者异ꎬ以故当世儒者皆畏恶之ꎬ独一

二浮屠氏不余忍弃也ꎬ贤余才而从之游ꎮ 夫儒者

弃之而见收于浮屠氏ꎬ然则当世儒者毋轻诋浮

屠ꎮ” 〔１９〕方苞虽不研佛学ꎬ却常为佛教徒作序、记
之文ꎬ如«廌青山人诗序»«赠介庵上人序»«沛天

上人传»«重建润州鹤林寺记» «重修清凉寺记»
等ꎮ 刘大櫆«浮山»诗云:“山人野衲足伴侣ꎬ他
日结庐归此中ꎮ” «金谷岩寺»诗云:“孰能捐尘

累ꎬ世外同栖止?”可见其对于佛教生态的认同ꎮ
姚鼐“以衰罢之余ꎬ笃信释氏”ꎬ“老年惟耽爱释

氏之学”ꎬ〔２０〕其«乙卯二月望夜与胡豫生同住憨

幢和尚慈济寺观月有咏»诗曰:“文学俊才笔ꎬ禅
悦亦所歆ꎮ 余衰邈违世ꎬ慕道恐弗任ꎮ 非徒遣烦

虑ꎬ更当遗赏心ꎮ 阇黎净业就ꎬ结习犹讴吟ꎮ 共

会忘言契ꎬ何嫌金玉音ꎮ” 〔２１〕 毫不讳言对于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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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欣赏与投入ꎮ 可见ꎬ桐城派四祖整体上对于

佛教都是接纳的ꎬ或者说至少是不排斥的ꎮ
佛教思想本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又反过来

影响桐城学术和桐城派ꎮ 它开阔了桐邑的学术

襟怀ꎬ也影响了桐城派的诗文创作和理论ꎬ桐城

学术上的兼宗汉宋ꎬ诗学上的熔铸唐宋ꎬ古文上

刘大櫆义理、书卷、经济并举ꎬ姚鼐义理、考据、文
章并重ꎬ都是重要表现ꎮ

二、“声明之道”与“声音证入”

“因声求气”说是桐城派的核心理论之一ꎮ
其受到“文气说”与朱熹涵泳理论的影响ꎬ学界

已颇有讨论ꎮ〔２２〕佛教也有声明之道ꎬ其对于桐城

派有没有可能产生影响呢?
佛教有梵呗、唱诵之学ꎮ «华严经»曰:“演

出清净微妙梵音ꎬ宣畅最上无上正法ꎮ 闻者欢

喜ꎬ得净妙道ꎮ”又云:
一切文字、一切言语而转法轮ꎬ如来音声

无处不至故ꎻ知声如响而转法轮ꎬ了于诸法真

实性故ꎻ于一音中出一切音而转法轮ꎬ毕竟无

主故ꎻ无遗无尽而转法轮ꎬ内外无著故ꎮ 􀆺􀆺
一切众生种种语言ꎬ皆悉不离如来法轮ꎮ〔２３〕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 继承这一思想:“如

«阇尼沙经»说ꎬ其有音声五种清净ꎬ乃名梵声ꎮ
何等为五? 一者其音正直ꎬ二者其音和雅ꎬ三者

其音清彻ꎬ四者其音深满ꎬ五者周遍远闻ꎮ 具此

五义ꎬ乃名梵音ꎮ 又梵者ꎬ圆洁之谓ꎬ又如梵天普

应等故名也ꎮ 声者ꎬ是执受声ꎬ音者ꎬ明彼有诠表

之韵ꎬ是故名也ꎮ” 〔２４〕 指出梵音的种种功德ꎮ 鸠

摩罗什所译«十诵律»认为梵呗具有“五利益”ꎬ
即“身体不疲”“不忘所忆”“心不疲劳” “声音不

坏”“语言易解”ꎮ〔２５〕 因此佛教有“以音声为佛

事”之说ꎬ古大德将梵呗称为“弘法之舟楫”ꎮ
因为梵音有如此多功德ꎬ成为修行的善巧法

门ꎬ学佛者可以由此证入ꎮ 如«大智度论»“四念

处品”称“华严四十二字母”有二十种功德ꎬ即得

强识念、得惭愧、得坚固心、得经旨趣、得智慧、得
乐说无碍等ꎮ〔２６〕郑樵«通志»谓“释氏以参禅为大

悟ꎬ通音为小悟”ꎬ又称“梵人长于音ꎬ所得从闻

入ꎬ故曰:‘此方真教体ꎬ清净在音闻ꎮ 我昔三摩

提ꎬ尽从闻中入ꎮ’有‘目根功慧少ꎬ耳根功慧多’
之说”ꎮ〔２７〕因而佛教有“一音具足一切义ꎬ一义含

摄一切音”ꎬ“悟道与否ꎬ听声即知”的说法ꎮ
佛教的梵唱深刻地影响了世俗的吟诵之风ꎮ

胡适说:“大概诵经之法ꎬ要念出音调节奏来ꎬ是
中国古代所没有的ꎮ 这法子自西域传进来ꎻ后来

传遍中国ꎬ不但和尚念经有调子ꎻ小孩念书ꎬ秀才

读八股文章ꎬ 都哼出调子来ꎬ 都是印度的影

响ꎮ” 〔２８〕陈炳铮也指出:“至于‘吟读’的‘吟’ꎬ则
是通过一定的节奏ꎬ时而把有关字眼的音拖长ꎬ
大体上形成一种比较单纯的腔调ꎬ类乎僧人之诵

经ꎮ” 〔２９〕而张培峰认为佛教梵呗是中国失传的古

乐传统的宗教延续ꎬ而吟唱是其世俗化的结

果ꎮ〔３０〕因而ꎬ从整体上讲ꎬ桐城派的文章声音之

学是传统吟诵文化的延续ꎬ自然也是佛教梵呗影

响的结果ꎮ
除此之外ꎬ佛教梵唱对于桐城声音之学有无

直接的影响呢? 我想提出以下几点边缘的证据:
其一ꎬ释德清、方以智与梵唱ꎮ 吴应宾曾师

事憨山德清ꎬ而德清对于音声证入之法门十分重

视ꎮ 其«观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记»卷六云:
盖娑婆世界以音声为佛事ꎮ 由此界众生

耳根最利ꎬ以声入心通ꎬ直达法性ꎬ最为甚深ꎮ
故«楞严»拣选圆通ꎬ以耳根为第一ꎮ 此经令

修如实行者ꎬ以戒名言为第一ꎮ 以此方入道ꎬ
无过耳根为最胜ꎬ而障道亦无过名言为最胜

故ꎬ所谓根尘同源ꎬ缚脱无二也ꎮ 然凡夫虽依

名言结业ꎬ而间有利根宿具般若闻熏者ꎬ能观

言语性空、音声不实ꎬ如风号谷响ꎬ即入无生

者有之ꎮ〔３１〕

吴应宾的外孙方以智逃禅之后ꎬ便开始研究

梵音ꎮ 钱澄之«失路吟􀅰行路难»描绘方以智:
“五更起坐自温经ꎬ还似书声静夜听ꎮ 梵唱自矜

能仿佛ꎬ老僧本色是优伶ꎮ”自注曰:“愚道人既

为僧ꎬ习梵唱ꎬ予笑其是剧场中老僧腔也ꎮ” 〔３２〕 方

以智对梵音的深刻研究与亲身实践ꎬ对于桐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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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定有影响ꎮ 虽然因政治因素ꎬ方以智较少为

桐城后人所提及ꎬ但其在当地的实际影响力是不

容低估的ꎮ 姚鼐就曾在其笔记中两次引用了方氏

«通雅»ꎬ方氏的音韵之学想必不会被姚鼐忽视ꎮ
其二ꎬ刘大櫆颇好梵音ꎮ 其«吴女诵经图»

诗云:“绣佛斋中恰称身ꎬ白蕉衫子紫荷巾ꎮ 金刚

诵罢松煤滑ꎬ自署头衔善女人ꎮ”又«春日同诸公

宴集寺院»云:“仙梵上浮林ꎬ佛香飘满殿ꎮ” «天
门山»云:“梵响浮林杪ꎬ经香溢殿帷ꎮ” 〔３３〕皆可证

其常接触梵诵ꎮ 若将桐城派“因声求气”之法与

佛教梵唱之方式进行对比ꎬ依稀可见其相承之

处ꎮ 吴立民总结密宗所传“声明之学”曰:
念诵得法ꎬ至为重要ꎮ 念诵得法可通过

气脉入音声海ꎬ一般来说ꎬ念诵方法ꎬ要点有

三ꎬ即心气合一、声气合一、身心合一ꎮ 􀆺􀆺
抑扬顿挫有致ꎬ高低平仄分明ꎬ节拍自然顺

畅ꎬ而重点在于声音随着气机自然在体内任

运转动ꎬ该高则高ꎬ该低则低ꎬ三部音轮回周

流ꎬ声音保持一样ꎬ但是音调可以不同ꎬ随气

自然而转ꎮ 􀆺􀆺华严字母每个字都有平上去

入四阶ꎬ而平上去入中又有各之四音ꎬ练习纯

熟的人ꎬ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而唱ꎬ循以悟道ꎬ
乃至方便度人ꎬ大有作为ꎬ妙不可言ꎮ 关键是

要念诵得法ꎬ就是要作到心气、声气、身心三

合的境界ꎬ也就是要真做到“心一境性”ꎬ才

能发生实效ꎮ〔３４〕

对比刘大櫆«论文偶记»中的两则文论:
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ꎬ便设以此身代

古人说话ꎬ一吞吐ꎬ皆由彼而不由我ꎮ 烂熟

后ꎬ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ꎬ古人之音节都在

我喉吻间ꎮ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ꎬ音节下则神气必下ꎬ

故音节为神气之迹ꎮ 一句之中ꎬ或多一字ꎬ或
少一字ꎻ一字之中ꎬ或用平声ꎬ或用仄声ꎻ同一

平字仄字ꎬ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ꎬ
则音节迥异ꎬ故字句为音节之矩ꎮ 积字成句ꎬ
积句成章ꎬ积章成篇ꎬ合而读之ꎬ音节见矣ꎻ歌
而咏之ꎬ神气出矣ꎮ〔３５〕

则相通之处至少有三:都要以气为主、声气

合一ꎻ都重抑扬顿挫、讲究平仄节奏ꎻ都要求熟以

悟道ꎮ 刘大櫆«程易田琴音序»云:“有天地而数

生于其间矣ꎮ 􀆺􀆺古者ꎬ钱刀以百八为贝ꎬ释氏

之梵诵以百八为珠ꎬ其考钟ꎬ其击鼓ꎬ以百八为

纪ꎮ 百八者ꎬ十二其九也ꎮ 十二辰ꎬ十二月ꎬ十二

世ꎬ十二会ꎬ 以及乐之六律、 六吕ꎬ 无非十二

也ꎮ” 〔３６〕可见其对于佛教梵诵之音乐、节奏非常

清楚ꎮ 佛教的诵经本就是代佛说法ꎬ«观心诵经

法»云:“观我能为法师传佛正教ꎬ为四众说想所

出声ꎬ非但此一席众ꎬ乃至十方皆得听受ꎬ名为假

观ꎮ” 〔３７〕而刘大櫆“以此身代古人说话ꎬ一吞吐ꎬ
皆由彼而不由我”ꎬ不正是假观之法吗?

其三ꎬ“中边皆甜”与“因声求气”ꎮ 方以智

«诗说 􀅰 庚寅答客» 曰: “姑以中边言诗ꎬ 可

乎?” 〔３８〕方以智所说虽为诗ꎬ而桐城派常常强调

“诗文一理”ꎬ因而对于刘大櫆、姚鼐“言之精粗”
之说不无启发:

从而叶之ꎬ从而律之ꎬ诗体如此矣ꎬ驰骤

回旋之地有限矣ꎻ以此和声ꎬ以此合拍ꎬ安得

不齿齿辨当耶? 落韵欲其卓立而不可迻也ꎬ
成语欲其虚实相间而熨帖也ꎮ 调欲其称ꎬ字

欲其坚ꎮ 字坚则老ꎬ或故实或虚宕ꎬ无不郑

重ꎻ调称则和ꎬ或平引或激昂ꎬ无不宛雅ꎮ 是

故玲珑而历落ꎬ抗坠而贯珠ꎬ流利攸扬ꎬ可以

歌之无尽ꎮ 如是者:论伦无夺ꎬ娴于节奏ꎬ所

谓边也ꎻ中间发抒蕴藉ꎬ造意无穷ꎬ所谓中也ꎮ
措词雅驯ꎬ气韵生动ꎻ节奏相叶ꎬ蹈厉无痕ꎻ流
连景光ꎬ赋事状物ꎬ比兴顿折ꎬ不即不离ꎻ用以

出其高高深深之致ꎬ非作家乎? 非中边皆甜

之蜜乎?〔３９〕

虽自谓“中边言诗”ꎬ实际主要以讨论“边”
为主ꎮ 而在“边”的讨论中ꎬ主要以声律节拍为

主ꎬ如“叶”“律”“驰骤回旋” “和声” “合拍” “齿
齿辨当”“落韵欲其卓立而不可逐” “调欲其称”
“调称则和”“或平引或激昂” “抗坠而贯珠” “流
利攸扬”“歌之无尽”“娴于节奏”ꎬ几乎语语不离

音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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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认为“边”为“中”之所寓ꎬ学者不可

不屑于音节之“末事”ꎬ不能“以中废边”ꎮ 此说

与刘大櫆“文之精粗”之说几乎如出一辙ꎮ 二人

也都认为 “节奏” 是字句层面最重要的因素ꎮ
“中边”之说出自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人为

道ꎬ犹若食蜜ꎬ中边皆甜ꎮ” 宋真宗御注曰:“佛

言:我所说经ꎬ犹如蜜味ꎬ若人食之ꎬ中外尽甜ꎬ更
无二味ꎮ 慕道之士ꎬ若悟经深旨ꎬ身心快乐ꎬ当证

道矣ꎮ” 〔４０〕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北山集杜诗序»亦
倡此说:

神气之为美也ꎬ贵服饰乎? 诚如是ꎬ将毛

嫱、西子而裸焉ꎬ亦足观矣ꎮ 专尚辞ꎬ至趋藻

艳ꎬ又或使事离奇ꎬ不务意之切当ꎮ 本浮响曰

宏亮ꎬ本浅薄曰深厚ꎬ本饾饤曰博雅ꎬ是何异

嫫姆、厐廉而披珠玉锦绣也? 是故中边兼到ꎬ
而后可以语诗ꎮ 夫中有一ꎬ意味是也ꎮ 边有

三:格律、声调、字句ꎬ皆辞之所属也ꎮ 通乎四

者ꎬ而后可以语中边ꎮ 􀆺􀆺中未始不假边而

寓ꎬ逐边而生也ꎮ〔４１〕

桐城诗学之间本就相互影响ꎬ如钱澄之“性
情”说ꎬ方拱乾、方孝标、陈式、方贞观、方苞都颇

有接受ꎮ 假若刘大櫆受到方以智、方中通 “中

边”说的影响ꎬ也是间接地受到佛教的熏陶了ꎮ
“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ꎬ不知声音ꎬ总为门

外汉耳”ꎬ〔４２〕这是姚鼐的著名论断ꎮ “证入” “门
外汉”是佛教用语ꎬ“声音证入”亦是佛教法门之

一ꎮ 总的说来ꎬ桐城派作者与佛教徒、佛寺的关

系都是十分密切的ꎬ常常流连于佛寺之中ꎬ受到

梵呗唱诵的启发ꎬ是不无可能的ꎮ 而方以智对佛

教声明理论的研究ꎬ在学术交流异常活跃的桐城

一邑ꎬ其对于后学的影响ꎬ我们不应小觑ꎮ

三、以禅论文与顿悟之梯

桐城派颇多以禅(佛)论诗、论文之语ꎮ 兹

列举数例以证之:
舍一无万ꎬ舍万无一ꎮ 􀆺􀆺世间所目ꎬ不

过道德、经济、文章ꎬ而切言之ꎬ为生死性

命ꎮ〔４３〕

有诗人之诗ꎬ有学人之诗ꎬ有才人之诗ꎮ
才人之诗􀆺􀆺譬之佛家ꎬ吞针咒水ꎬ怪变万

端ꎬ终属小乘ꎬ不证如来大道ꎮ 学人之诗􀆺􀆺
譬之佛家ꎬ律门戒子ꎬ守死威仪ꎬ终是钝根长

老ꎬ安能一性圆明! 诗人之诗􀆺􀆺此禅宗之

心印ꎬ 风 雅 之 正 传 也ꎮ ( 方 贞 观 « 辍 锻

录») 〔４４〕

曹洞禅不犯正位ꎬ切忌死语ꎮ 康乐貌似

犯此ꎬ似沈滞平钝ꎬ气势不起ꎻ其实竟体空灵

迈往ꎬ曲折顿挫ꎬ非静对久之ꎬ不能深解其

妙ꎮ〔４５〕

渡河香象声俱寂ꎬ掣海长鲸力自全ꎮ 随

分阿难三种法ꎬ个中觅取径山禅ꎮ (姚莹«论

诗绝句»其六十) 〔４６〕

方以智天地一气、舍一无万之论ꎬ源于其佛

学“圆∴ 式”的哲学观ꎮ〔４７〕方贞观继严羽«沧浪诗

话»“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后ꎬ亦析诗为

三类ꎬ而分别以小乘佛法、律门戒子、禅宗心印相

比附ꎬ从而推举心底空明、意味高远、不为物累的

“诗人之诗”ꎮ 方东树«昭昧詹言»常用“佛氏所

谓”“佛氏谓之”等语论诗ꎬ所举之例则是曹洞宗

“死句”“死语”之论以言诗ꎮ 姚莹«论诗绝句»
中ꎬ“渡河香象”源自«优婆塞戒经»ꎬ“掣海长鲸”
源自«庄子»与«华严经»ꎬ阿难陀是佛陀十大弟

子之一ꎬ径山禅是南宋大慧宗杲禅师ꎮ 这类的例

子还有很多ꎮ
若细绎桐城以禅(佛)论诗、以禅(佛)论文

的阐释面向ꎬ主要集中在三个方位:
第一ꎬ借径ꎮ “径”ꎬ指修行入道的门径ꎬ即

法门ꎮ «法华经􀅰序品»:“以种种法门ꎬ宣示于

佛道ꎮ”方以智«道艺»开篇便说:“心有天游ꎬ乘
物以游心ꎬ志道而终游艺者ꎬ天载于地ꎬ火丽于

薪ꎬ以物观物ꎬ即以道观道也ꎮ 火固烈于薪ꎬ欲绝

物以存心ꎬ犹绝薪而举火也ꎮ 乌乎可?” 〔４８〕 谓不

可离径而觅道ꎮ
入古文之径甚多ꎬ姚鼐 «与陈硕士书» 称:

“文家之事ꎬ大似禅悟ꎻ观人评论圈点ꎬ皆是借

径ꎮ” 〔４９〕而桐城派所觅得之法门ꎬ便是“音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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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ꎮ 刘大櫆论文ꎬ在提出“神气”之说后ꎬ又称

“神气不可见ꎬ于音节见之ꎻ音节无可准ꎬ以字句

准之”ꎮ〔５０〕其«张秋浯诗集序»又云:“气之精者ꎬ
讬于人以为言ꎬ而言有清浊、刚柔、短长、高下、进
退、疾徐之节ꎬ于是诗成而乐作焉ꎮ” 〔５１〕 自曹丕提

出“文以气为主”ꎬ韩愈提出“气盛则言宜”ꎬ文气

论影响极大ꎮ 然而气无迹可寻、无矩可守ꎬ对于那

些资质平常的写作者ꎬ往往不得门而入ꎮ 刘大櫆

此说是示人门径ꎮ 姚范谓“字句章法ꎬ文之浅者ꎬ
然神气体势ꎬ皆阶之而见”ꎬ〔５２〕与刘氏所论相近ꎮ

姚鼐称:“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ꎬ不知声

音ꎬ总为门外汉耳ꎮ” “大抵学古文者ꎬ必要放声

疾读ꎬ又缓读ꎬ只久之自悟ꎮ 若但能默看ꎬ即终身

作外行也”ꎮ “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ꎬ须由悟

入􀆺􀆺欲悟亦无他法ꎬ熟读精思而已ꎮ”“深读久

为ꎬ自有悟入ꎮ 􀆺􀆺夫道德之精微ꎬ而观圣人者ꎬ
不出动容周旋中礼之事ꎮ 文章之精妙ꎬ不出字句

声色之间ꎮ 舍此便无可窥寻矣ꎮ” 〔５３〕 诗文之道精

微而虚无ꎬ字句音节明朗而实在ꎮ 因此若要“悟
入”“证入”ꎬ总不离“声音”这一门径ꎬ舍此便无

可窥寻ꎮ 正如其门人陈用光所说ꎬ“余尝闻古文

法于姬传先生矣ꎬ曰所以为文者八ꎬ曰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ꎮ 古文之格、律、声、色ꎬ诗之音

节也ꎮ 不求于是ꎬ何以为古文ꎬ何以为诗?” 〔５４〕 方

东树«昭昧詹言»论诗云:
字句文法ꎬ虽诗文末事ꎬ而欲求精其学ꎬ

非先于此实下功夫不得ꎮ 此古人不传之秘ꎬ
谢、鲍、韩、黄屡以诏人ꎬ但浅人不察耳ꎮ〔５５〕

谢、鲍、杜、韩ꎬ其于闲字语助ꎬ看似不经

意ꎬ实则无不坚确老重成炼者ꎬ无一懦字率字

便文漫下者ꎮ 此虽一小事ꎬ而最为一大法门ꎮ
苟不悟此ꎬ终不成作家ꎮ〔５６〕

所谓“不传之秘” “一大法门”ꎬ也是以佛法

来比喻桐城派所寻觅出的古文路径ꎮ 郭绍虞称:
“昔人论文ꎬ往往只重在最精处而忽其粗迹ꎬ但在

海峰却说:‘论文至于字句ꎬ则文之能事尽矣ꎮ’
这是昔人未发之义ꎮ” 〔５７〕 姚鼐 «与陈硕士书»:
“佛氏之教ꎬ六朝人所说ꎬ皆陈陈耳ꎮ 达摩一出ꎬ

翻尽窠臼ꎬ然理岂有二哉? 􀆺􀆺移此意以作文ꎬ
便亦是妙文矣ꎮ” 〔５８〕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桐城派之

与古文ꎬ正如禅宗之与佛教ꎬ“达摩一出ꎬ翻尽窠

臼”ꎮ
第二ꎬ阶梯ꎮ 佛教有所谓“四乘”:声闻乘、

缘觉乘、菩萨乘、一乘ꎻ又有果位之差等ꎻ佛说法

每有所谓“次第”ꎻ此皆有阶梯渐进之义ꎮ 禅宗

渐门神秀有所谓“五方便门”:第一总彰佛体ꎬ第
二开智慧门ꎬ第三显不思议门ꎬ第四明诸法正性

门ꎬ第五了无异自然无碍解脱ꎬ也是予人阶梯ꎮ
桐城派以佛法言诗文ꎬ亦秉此法门ꎮ

刘大櫆将文事分“最精处” “稍粗处” “最粗

处”三品:“神气者ꎬ文之最精处也ꎻ音节者ꎬ文之

稍粗处也ꎻ字句者ꎬ文之最粗处也ꎮ”要从最粗处

入门ꎬ渐次有得ꎮ 又谓“有神上事ꎬ有气上事ꎬ有
体上事ꎬ有色上事ꎬ有声上事ꎬ有味上事ꎬ须辨之

甚明”ꎬ〔５９〕也是暗含层次的划分ꎮ 姚鼐«古文辞

类纂􀅰序目»也承继了刘大櫆之说:“凡文之体

类十三ꎬ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
律、声、色ꎮ 神、理、气、味者ꎬ文之精也ꎻ格、律、
声、色者ꎬ文之粗也ꎮ”又谓“始而遇其粗ꎬ中而遇

其精ꎬ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ꎬ〔６０〕 明确地指

出了由粗入精、继而御精遗粗这一古文路径ꎮ
桐城派诗论亦是如此ꎮ 方世举«兰丛诗话􀅰

序»:“诗有似浮泛而胜精切者ꎬ如刘和州«先主

庙»ꎬ精切矣ꎻ刘随州«漂母祠»ꎬ无所为切ꎬ而神

理自不泛ꎬ是为上乘ꎮ 比之禅ꎬ和州北宗ꎬ随州南

宗ꎮ 但不可骤得ꎬ宜先法精切者ꎬ理学家所谓脚

踏实地ꎮ” 〔６１〕 方世举“性好佛”ꎬ〔６２〕 他以禅宗的

渐、顿二派比喻刘禹锡和刘长卿的诗歌ꎮ 他认为

顿悟虽上乘ꎬ但不可骤得ꎬ应由渐而顿ꎬ“登高自

卑ꎬ宜先求其次者”ꎮ〔６３〕 这也是桐城派诗文理论

的整体路径ꎮ 蒋寅论姚范诗学云:
姚范论诗明显分体用两个层面ꎬ性情是

体ꎬ精神、气格、音响、兴会、义意是用ꎮ 论性

情是为了知人论世ꎬ论精神、气格、音响、兴

会、义意则是“核其诗而规其至”ꎬ即考察具

体作品以估量杜甫艺术造诣的具体落着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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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于体ꎬ体于用显ꎮ〔６４〕

姚鼐认为学诗当由韩而入杜ꎬ即所谓“姚门

师法”ꎮ 姚鼐指点姚元之学诗ꎬ“须先读韩昌黎ꎬ
然后上溯杜公ꎬ下采东坡ꎬ于此三家得门径寻入ꎬ
于中贯通变化ꎬ又系各人天分”ꎮ〔６５〕 沈曾植认为:
“惜抱选诗ꎬ暨与及门讲授ꎬ一宗海峰家法ꎬ门庭

阶闼ꎬ矩范秩然ꎮ” 〔６６〕寒碧«重印晚清四十家诗钞

序»言:“一般而言ꎬ桐城家法是由苏、黄溯于杜、
韩ꎮ” 〔６７〕钱基博称曾国藩“诗自昌黎、山谷入杜ꎬ
实衍桐城姚鼐一脉”ꎬ〔６８〕 称方东树诗“由黄庭坚

学韩愈以窥杜甫ꎬ力避俗熟ꎬ自是姚门师法”ꎮ〔６９〕

方东树论诗亦承此路径:
杜公如佛ꎬ韩、苏是祖ꎬ欧、黄诸家五宗

也ꎮ 此一灯相传ꎮ〔７０〕

韩、苏并称ꎻ然苏公如祖师禅ꎬ入佛入魔ꎬ
无不可者ꎬ吾不敢以为宗ꎬ而独取杜、韩ꎮ〔７１〕

以禅宗“传灯”之典譬喻学诗入道的路径ꎮ
而苏轼诗如同不立文字的顿宗ꎬ无阶梯可攀援ꎬ
因而不敢以为宗ꎮ

第三ꎬ顿渐ꎮ 以禅宗 “顿悟” 之说论诗、论
文ꎬ并非自桐城派始ꎮ 严羽«沧浪诗话»云:“大
抵禅道惟在妙悟ꎬ诗道亦在妙悟ꎮ”这几乎是宋代

诗人的公论ꎮ 然而ꎬ桐城派之论顿悟ꎬ自有其特

色ꎬ即强调“悟”前之累积与指示“悟”之方案ꎮ
钱澄之«书有学集后»论诗云:

吟苦之后ꎬ思维路尽ꎮ 忽尔有触ꎬ自然而

成ꎮ 禅家所谓“绝后重苏”ꎬ庸非悟乎?〔７２〕

“绝后重苏”之说来自禅宗语录ꎬ«五灯会

元»载苏州永光院真禅师语:“直须悬崖撒手ꎬ自
肯承当ꎬ绝后再苏ꎬ欺君不得ꎮ”钱澄之“绝后重

苏”之说一方面强调“忽然而触”的顿悟ꎬ更重视

此前的深思苦吟、思维路尽ꎮ
姚鼐认为文章事有禅宗所谓“不可言说”

者、不可着力处ꎬ然而此“不可说”的神妙之境ꎬ
不可着力的非要紧之处ꎬ须从可说者、可着力者

下功夫ꎮ 若无此段功夫ꎬ则终身与顿悟无缘ꎮ 因

此ꎬ姚鼐十分强调“法”与“悟”之间的辩证关系ꎮ
他批评方苞ꎬ“望溪所得ꎬ在本朝诸贤为最深ꎬ而

较之古人则浅ꎮ 其阅太史公书ꎬ似精神不能包括

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ꎻ止以 ‘义

法’论文ꎬ则得其一端而已ꎮ” 〔７３〕 告诫陈用光“必
须超出此等见解者ꎬ便入内行ꎮ 须知此如参禅ꎬ
不能说破ꎬ安能以‘体则’言哉?” 〔７４〕 但是他认为

“有法”是“破法”的前提ꎬ“为文章者ꎬ有所法而

后能ꎬ有所变而后大”ꎮ〔７５〕若无“法”ꎬ则何以变法

呢? 因而不由门径的超然无“法”的妙悟虽也让

姚鼐神驰ꎬ却不为其所强调ꎮ〔７６〕 桐城派极重杜

诗ꎬ正是因为杜诗在“法”与“悟”之两端皆可效

法ꎮ 方拱乾称“少陵之诗ꎬ化工也”ꎬ〔７７〕 “少陵无

一处非法ꎬ而法之合乎天然”ꎬ〔７８〕他批注«雨过苏

端»一首曰:“作诗时岂字字照应ꎬ是绪真法老ꎬ
便合天然ꎮ” 〔７９〕 方贞观 «辍锻录» 评老杜诗云:
“唯有多读书ꎬ镕炼淘汰于有唐诸家ꎬ或情事关

会ꎬ或景物流连ꎬ有所欲言ꎬ取精多而用物宏ꎬ脱
口而出ꎬ自成局段”ꎬ〔８０〕 姚鼐称“子美之诗ꎬ其才

天纵ꎬ而致学精思ꎬ与之并至ꎬ故为古今诗人之

冠”ꎮ〔８１〕

大体说来ꎬ前人以禅论诗文ꎬ常常描述悟后

之境ꎬ而桐城派则关心“悟”之路径ꎻ前人以禅论

诗文ꎬ常常强调不破不立ꎬ而桐城派则强调要先

累积“可破”之物ꎬ方有“立”的机会ꎮ

四、内在矛盾与调节之道

桐城派的学术思想是有着深层的内部矛盾

的ꎬ而较少为人所揭示ꎮ 桐城派在义理上以程朱

理学为主ꎬ在诗学、古文理论上以“法”为核心ꎮ
然而这“义”与“法”中间ꎬ颇有可争持之处ꎮ 现

申之如下:
其一ꎬ文事与道之抵牾ꎮ 程朱理学认为道为

本而文为末ꎬ必先修道而后言文ꎬ否则便是本末

倒置:“学本是修德ꎬ有德然后有言ꎬ退之却倒学

了ꎮ”程颐对于韩愈古文尚且如此批评ꎬ更遑论其

他ꎮ 程颐认为学问有“文章之学” “训诂之学”
“儒者之学”ꎬ而“欲趋道ꎬ舍儒者之学不可”ꎮ〔８２〕

朱熹称“理精后ꎬ文字自典实” “主乎学问以明

理ꎬ则自然发为好文章ꎮ 诗亦然”ꎮ 其批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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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贯道”之说云:“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ꎬ岂有文

反能贯道之理? 文是文ꎬ道是道ꎬ文只如吃饭时

下饭耳ꎮ 若以文贯道ꎬ却是把本为末ꎬ以末为本ꎬ
可乎?” 〔８３〕可见ꎬ程朱理学认为道为文之本ꎬ本立

而文自生ꎮ 若花费精神ꎬ在文辞上下功夫ꎬ则是

舍本逐末了ꎮ 桐城派本质上是文学流派ꎬ以

“文”为主而“道”为济ꎬ故刘大櫆称“文人者ꎬ大
匠也”ꎬ而“义理”不过“匠人之材料也”ꎮ 这是第

一层矛盾ꎮ
其二ꎬ技法与道之矛盾ꎮ 在程、朱看来ꎬ文章

尚且是末事ꎬ文章之法更不足道了ꎮ 程颐谓“今
为文者ꎬ专务章句ꎬ悦人耳目ꎮ 既务悦人ꎬ非俳优

而何?”对于在章句文法上下功夫的人直斥为

“俳优”ꎮ 朱熹论诗云:“诗者ꎬ岂复有工拙哉?
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ꎮ 是以古之君子ꎬ
德足以求其志ꎬ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ꎬ其于诗固

不学而能之ꎮ 故诗有工拙之论ꎬ而葩藻之词胜ꎬ
言志之功隐矣ꎮ”诗之高下ꎬ不在于诗法之工拙ꎬ
而在于作者志德之高低ꎮ 他批评苏洵古文“但为

欲学古人说话声响ꎬ极为细事􀆺􀆺然皆只是要作

好文章ꎬ令人称赏而已ꎮ 究竟何预己事ꎬ却用了

许多岁月ꎬ费了许多精神ꎬ甚可惜也”ꎮ〔８４〕 是以在

程、朱看来ꎬ诗文之技法ꎬ并无益于诗文ꎮ 而桐城

派论文则言必称“义法”ꎬ辞必求“雅洁”ꎬ实际主

要都是在“法”上下功夫ꎮ 程、朱若与方、刘、姚
同代ꎬ可想见其必不能与之同伍ꎮ

其实理学与辞章学之矛盾ꎬ自程、朱以来便

一直存在ꎬ且日渐得以缓和———偏理学者以理学

兼纳辞章ꎬ偏文学者则以辞章兼容义理ꎮ 然而桐

城派的问题是将二者共同标举、同时看重ꎬ如方

苞“言有物”“言有序”之论ꎬ姚鼐“义理”“辞章”
之说ꎬ曾国藩“道与文俱至” “道与文并而学之”
之论ꎮ 这就使得在桐城派学术内部ꎬ理学与辞章

学的矛盾ꎬ又重新尖锐起来了ꎮ
桐城派作者一方面继承了程、朱 “道本文

末”之说ꎬ认为文之深厚、雅洁、辉光ꎬ诗之高旷、
广远、清澈ꎬ根本在于作者之心是否得道体之畀

与ꎬ非“戋戋焉以文为事” “敝终身之力于其中”

者所能达到ꎮ 另一方面ꎬ桐城派事实上是以文事

为根基ꎬ这与“道本文末” “先道后文”的观念恰

是背道而驰的ꎮ 所以戴震批评古文家们“事于文

章者ꎬ等而末者也”ꎮ〔８５〕

又ꎬ桐城派以古文之“法”立身成名ꎮ 然而

钱大昕谓望溪之文未喻古文之义法ꎬ因“古文之

体ꎬ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ꎮ〔８６〕蒋湘南谓“道
之不明ꎬ何有于文! 文之未是ꎬ何有于法!” 〔８７〕 罗

汝怀驳“雅洁”之说云:“唐以前文以征实为主ꎬ
朴茂典瞻ꎬ其弊也或失之芜杂ꎻ唐以后文ꎬ法愈

密ꎬ意愈巧ꎬ词愈工ꎬ其弊也廓落枯寂而真意漓ꎮ”
又云:“夫芜杂者文之病ꎬ脱略独非病乎? 自雅洁

之宗标ꎬ而文格高ꎬ而文品尊ꎬ而文律綦严ꎬ然因

是而适成蹇弱者多矣ꎮ” 〔８８〕这些批评大体可以为

程、朱代言ꎮ
尤其是桐城派提倡“摹拟”ꎬ更是与理学不

合ꎬ一是离本趣末ꎬ二是蹑等伪求ꎮ 所摹拟者ꎬ格
律、声色、修辞也ꎬ戴东原所谓“等而末者”ꎮ 又ꎬ
为文须真ꎬ有此境界方能发此言ꎬ如方苞«答申谦

居书»所言“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ꎬ
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ꎬ〔８９〕姚鼐«与陈硕士书»
所谓“此中自有真实境地ꎬ必不疑于狂肆妄言ꎬ未
证为证者也ꎮ” 〔９０〕 然而作文者胸中未有圣人境

界ꎬ偏又“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ꎬ“圣贤意所本

有ꎬ我不得减之使无ꎻ圣贤意所本无ꎬ我不得增之

使有”ꎬ“圣人愉ꎬ则吾亦与之为愉ꎻ圣人戚ꎬ则吾

亦与之为戚”ꎬ无异于沐猴而冠ꎮ 所以ꎬ从 “摹

拟”之说ꎬ可以窥见桐城派文论在文学本体与技

法上的双重抵牾ꎮ
如何弥平这内部的双重矛盾呢? 禅宗正好

能够提供这种思想资源ꎮ
首先ꎬ文事与道之所以抵牾ꎬ在于将“道”与

“文”分本末、高下ꎮ 朱熹称:“道者文之根本ꎬ文
者道之枝叶ꎬ惟其根本乎道ꎬ所以发之于文皆道

也ꎮ 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ꎬ文便是道ꎮ”是
之“道”高“文”下ꎬ道主动ꎬ文被动ꎮ 王阳明心学

指斥此种分别是“析心与理为二”ꎮ 他认为“心
即性ꎬ性即理” “心一而已” “学者ꎬ学此心也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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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求此心也ꎮ”自心学之观点而推绎之ꎬ则“文
心”与“道心”皆此百姓日用、七情六欲、兴观群

怨之心ꎮ 一无高下之分ꎬ二无主动被动之别ꎮ
心学在桐城本就颇有渊源ꎬ桐城学风的开创

者方学渐就属于心学一派ꎮ 黄宗羲«明儒学案»
序其学术渊源曰:“先生受学于张甑山、耿楚倥ꎬ
在泰州一派ꎬ别出一机轴矣ꎮ” 〔９１〕 有«心学宗»一
书阐其心学ꎮ 其子方大镇、孙方孔炤、曾孙方以

智皆能继守家学ꎬ玄孙方中通汇编其“家学相传ꎬ
自明善先生至先君文忠先生四世理学”ꎬ为«心
学宗续编»ꎮ 刘大櫆自道其学术好尚云:“我爱

新建伯(王阳明)ꎬ术业何崇隆! 七龄矢志学古

圣ꎬ富贵于我浮云空ꎮ 径从良知见性命ꎬ震磕天

鼓惊愚蒙ꎮ 卒其所就继孔孟ꎬ唱和如以徵应宫ꎮ
后来小生肆掊击ꎬ连结鸡雌拜虎雄ꎮ 擒濠立功在

社稷ꎬ用由本出观其通ꎮ” («奉题学使公所得王

新建印章次原韵»)其«答吴殿麟书»云:“目无不

欲色”“耳无不欲声” “口无不欲味” “鼻无不欲

臭”ꎻ«慎始»云:“今夫嗜欲之所在ꎬ智之所不能

谋ꎬ威之所不能胁也ꎮ 夺其所甘ꎬ而易之以其所

苦ꎬ势不能以终日ꎮ” 〔９２〕一派心学口吻ꎮ
姚鼐为刘氏弟子ꎬ自然受其影响ꎮ 姚鼐论道

与艺曰:
今夫六经之文ꎬ圣贤述作之文也ꎮ 独至

于«诗»ꎬ则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ꎬ而
语言微妙ꎬ后世能文之士ꎬ有莫能逮ꎬ非天为

之乎? 然是言«诗»之一端也ꎬ文王、周公之

圣ꎬ大、小雅之贤ꎬ扬乎朝廷ꎬ达乎鬼神ꎬ反覆

乎训诫ꎬ光昭乎政事ꎬ道德修明ꎬ而学术该备ꎬ
非如列国«风»诗采于里巷者可并论也ꎮ 夫

文者ꎬ艺也ꎮ 道与艺合ꎬ天与人一ꎬ则为文之

至ꎮ 世之文士ꎬ固不敢于文王、周公比ꎬ然所

求以几乎文之至者ꎬ则有道矣ꎬ苟且率意ꎬ以

觊天之或与之ꎬ无是理也ꎮ〔９３〕

不但扬乎朝廷、光乎政事、道德修明、学术该

备者ꎬ得之于天ꎻ田野闺闼之文、无可称述之人亦

可以以文而达道ꎬ而圣人称颂之ꎮ 则何必理达乎

圣人ꎬ方能为圣文呢? 所谓“道与艺合”ꎬ与朱熹

“文便是道”完全不同ꎬ前者文为主动ꎬ所谓“所
求以几乎文之至者ꎬ则有道矣”ꎻ后者文是被动ꎬ
所谓“惟其根本乎道ꎬ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ꎮ
与此类似的论述有:

夫天地之间ꎬ莫非文也ꎮ 故文之至者ꎬ通
于造化之自然ꎮ («答鲁宾之书»)

夫诗之至善者ꎬ文与质备ꎬ道与艺合ꎬ心

手之运ꎬ贯彻万物ꎬ而尽得乎人心之所欲出ꎮ
(«荷塘诗集序») 〔９４〕

看似与程、朱“文道相合”之论相同ꎬ实际上

悄悄将“文”上升到本体的高度ꎬ由被动变为主

动ꎬ从而解决了道本文末的第一重矛盾ꎮ
姚鼐的这种思维可能受到心学的影响ꎬ也可

能得自禅宗ꎮ 而心学的这种思维也是来自禅宗ꎮ
禅宗之与佛学心性论的发展ꎬ正在于其肯定众生

之性即真如佛性ꎬ众生之心即清净本心ꎬ«坛经»
云“佛是自性作ꎬ莫向身外求ꎮ 自性迷ꎬ佛即众

生ꎻ自性悟ꎬ众生即是佛”ꎬ所以王阳明称“夫禅

之学与圣人之学ꎬ皆求尽其心也”ꎮ «坛经» 称

“十二部经ꎬ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ꎬ而王阳明亦

曰:“六经者ꎬ吾心之记籍也ꎬ而六经之实则具于

吾心ꎮ”«坛经»又云:“一行三昧者ꎬ于一切时中ꎬ
行住坐卧ꎬ常行直心是”ꎬ«古尊宿语录»云:“道
流佛法无用功处ꎬ只是平常无事ꎮ 屙屎送尿ꎬ著
衣吃饭ꎬ困来即卧ꎮ”行住坐卧、屙屎送尿都可与

道相合ꎬ文、艺自然亦可以合于道了ꎮ
其次ꎬ技法与道之所以矛盾ꎬ根本在于程、朱

认为“技”之累积并不能达于“道”ꎬ“末”之累积

不能达于“本”ꎮ 而在禅宗看来ꎬ本与末是一体ꎬ
本体与工夫也并无二事ꎮ «古尊宿语录» 卷四

云:“十方在眼曰见ꎬ在耳曰闻ꎬ在鼻嗅香ꎬ在口谈

论ꎬ在手执捉ꎬ在足运奔ꎬ本是一精明ꎬ分为六和

合ꎬ一心既无ꎬ随处解脱ꎮ” «筠州黄檗山断际禅

师传心法要»云:“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ꎬ然本

心不属见闻知觉ꎬ亦不离见闻知觉ꎮ”是知文法亦

是“本心”的显现ꎬ而文法亦不离于“道”ꎮ
刘大櫆称:“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ꎬ则文之能

事尽矣ꎮ”则细技中存大道ꎬ有禅宗“一花一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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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佛海瞎堂禅师广录»)“青青翠竹总是法

身ꎬ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景德传灯录»)之义ꎮ
姚鼐论技与道曰:

夫文技耳ꎬ非道也ꎬ然古人藉以达道ꎮ
(«复钦君善书»)

诗文皆技也ꎬ技之精者必近道ꎬ故诗文美

者命意必善ꎮ («答翁学士书»)
文章之境ꎬ莫佳于平淡ꎬ措语遣意ꎬ有若

自然生成者ꎮ («与王铁夫书») 〔９５〕

在程、朱看来ꎬ文之技法无益于道ꎬ越专意于

技法ꎬ反而离“道”越远ꎬ以至有“作文害道”之

说ꎮ 而姚鼐却认为技法之高者ꎬ可以藉之以达

道ꎮ 正是禅宗“道法不二” 说的延伸ꎮ 方东树

«书惜抱先生墓志铭»云:
顾其始也ꎬ判精粗于事与道ꎻ其末也ꎬ乃

区美恶于体与词ꎻ又其降也ꎬ乃辨是非于义与

法ꎮ 噫! 论文而及于体与词、义与法ꎬ抑末

矣ꎮ 而后世至且执为绝业专家ꎬ旷百年而不

一觏其人焉ꎬ岂非以其义法之是非、词体之美

恶ꎬ即为事与道显晦之所寄ꎬ而不可昧而杂、
冒而讬耶? 文章者道之器ꎬ体与词者文章之

质ꎻ范其质使肥瘠修短合度ꎬ欲有妍而无媸

也ꎬ则存乎义与法ꎮ〔９６〕

方东树也意识到程朱理学与桐城派在“义
法”上的矛盾之处ꎮ 他对桐城派的辩护是:所谓

义法ꎬ所谓文辞ꎬ不也是“道”的体现吗? 义法之

不可昧而杂、冒而托ꎬ正如道之须证得真实境地ꎮ
可知义法与道是一不是二ꎮ

姚鼐的“神妙说”也是对“技法”的本体性突

破ꎮ 姚氏所谓“通神领” “通乎神明” “通于造化

之自然”“须有悟入” “天与人一”ꎬ“一旦豁然有

得ꎬ呵佛骂祖ꎬ无不可者”ꎬ皆是借用禅宗的顿悟

之说ꎬ在“法”与“道”之间搭建一阶梯ꎬ从而解决

“技法”与“道”之矛盾ꎮ

五、结　 论

综上所述ꎬ结论如下:第一ꎬ佛教对于桐城派

的影响不是显而易见的ꎬ但却是深入且长久的ꎮ

桐城派文论中的一些思想与观念ꎬ实际上是在佛

教思想长期浸润下形成的ꎮ 第二ꎬ桐城派对于佛

教的理解与运用ꎬ有其自身的特色ꎮ 这是佛教思

想与桐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第三ꎬ桐城派在

义理与辞章之学上本有矛盾之处ꎬ而佛教思想正

可以调和此种矛盾ꎬ从而使桐城派在学术宗尚与

古文追求上能够相安相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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